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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 

呂太郎大法官提出 

詹森林大法官加入 

壹、摘要 

本判決主文第 2項，多數意見認為應將系爭確定終局判

決廢棄發回，是基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依本案的表意

脈絡，就該等言論是否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範圍詳予

衡酌認定，也未適當權衡被害人名譽權所受影響，與該言

論可能具有的價值，是否已足認本案中被害人的名譽權應

優先於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與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意旨有違。又未釐清該等言論是否屬涉及公共利益

的誹謗言論、有無刑法第 310條第 3項前段所定的言論真實

性抗辯的適用，進而於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

由的意旨下，依本案情節為適當的利益衡量，俾認定表意

人的言論是否應論處加重誹謗罪，與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旨未盡相符，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有違的

理由。 

本席認為上開理由，僅著眼於基本權實體內涵的抽象

闡述，忽略具體個案基本權的保障，如係透過訴訟程序達

成，應考慮訴訟制度整體設計，合理分配國家有限的司法

資源，並尊重當事人就裁判結果與訴訟勞費間的決定權，

而非不分輕案、重案、明案或疑案，均應進行相同嚴密程

度審判的法理。如此一來，可能使刑事訴訟依案件性質與

類型，採不同分流審判的設計，包含本件原因案件所應適

用的簡易程序，以及其他簡速處理的程序，例如簡式審判

、協商判決等制度，面臨崩解。本席難以贊同多數意見所

採上開立場，爰提出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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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訴訟個案基本權的衝突，應在訴訟制度下解決 

憲法雖然明定保障人民各項基本權利或自由，但於訴

訟個案，通常是不同人民之間基本權的衝突，甚至是行為

人本身不同基本權之間的衝突，必須透過訴訟程序，才能

獲得最終確認與解決。例如甲、乙分別就某物主張有所有

權，甲、乙的財產權分別為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權利，甲

與乙分別就其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間的衝突，最終須透過

訴訟程序以判決確定。甲被起訴竊盜乙的所有物，刑事法

院所應處理者，乃甲受憲法保障的意思及行為自由，在何

種情形下，應受限制而構成犯罪，以及甲的行為若構成犯

罪，其因受刑罰所被剝奪或限制的人身自由及財產等基本

權，如何與其受憲法保障的意思及行為自由相互均衡（罪

刑相當原則）。上開犯罪是否成立？犯罪成立後應如何處罰

？等基本權的衝突，在訴訟個案，當然須依訴訟制度所定

的程序解決。 

參、不分輕案、明案或重案、疑案，法院應一律上窮碧落

下黃泉的調查事實與鉅細靡遺衡量利害，並於判決書

內反覆論證，非憲法所要求的訴訟制度 

一般說來，訴訟就是在處理基本權保障或衝突的程序

，已如前述。然而，訴訟是一個集體運作的現象，有限的

國家資源必須合理分配用以處理全國龐大案件量，若集中

使用於已繫屬的案件，將明顯排除或延滯其他案件受法院

審判的機會。從個案訴訟言，訴訟程序一旦啟動，國家即

須支付相當的人力與設備資源，當事人也必須投注人力、

時間、費用，並承受案件未終結的精神負擔。因此，立法

者必須面對各式各樣的案件類型；一方面合理分配個案所

能使用的國家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必須尊重當事人於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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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上的選擇與決定，例如自認、自白、上訴、撤回、

捨棄、認諾或和解等，使當事人可以在訴訟付出的勞費、

精神折磨等成本，與個案裁判所欲達成的目的之間，取得

最符合其利益的平衡。故就如何依各種不同案件類型，規

劃不同的訴訟制度，立法者有其一定程度的自由形成空間

，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下，得就訴訟程序的進行、

證據調查、判決內容的記載與審級救濟的範圍，為適當限

制，不生牴觸憲法的問題（司法院釋字第 591號解釋參照）

。從而，不能僅因訴訟涉及人民基本權保障的簡單理由，

即認為案件不分輕重緩急，均須進行嚴密的訴訟程序，法

院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調查事實，鉅細靡遺論述各種適

用法律的理由，無視法院所花費的司法資源，及當事人所

面臨訴訟過程的折磨，自屬當然。 

肆、刑事簡易判決書，得以簡略方式為之 

基於前述訴訟成本與取得訴訟結果之間，必要的成本

效益衡量，現行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採「重案、疑案慎

斷，輕案、明案速決」原則，進行程序設計。針對犯罪證

據已明確，且應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有期徒刑或拘役、罰金的案件，得依簡易程序審判。此

等案件因案情明確且處罰較輕，故不以通知被告到場為必

要（刑訴法第 449條規定參照）。簡易判決書，關於犯罪事

實的記載，僅須記載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的法條

，並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如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

用的法條，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或起訴書的記載

相同者，得引用之（刑訴法第 454條規定參照）。此與通常

程序，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

內分別情形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認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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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告有利的證據不採納者，其理由等（刑訴法第 281

條及第 310條規定參照），明顯不同。 

向來的審判實務，也是依據上開法律規定意旨，進行

個案審判，故認為簡易判決書得綜合觀察其事實及理由，

必致適用法令違誤，而屬判決違背法令，或雖未致適用法

令違誤，然對於判決仍有若干影響，屬於訴訟程序違背法

令者，方得提起非常上訴。倘整體觀察確定判決所載的事

實與敘明的理由及所援用的法條皆無錯誤，縱其用語出入

而欠周全，但於辨明審判的範圍、全案情節及判決本旨均

無影響時，即非刑訴法第 441條所稱審判違背法令，不得據

以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非字第 208號刑事判

決參照）；或認為理由一項既非簡易判決的法定應記載事項

，即令原判決的說明有與主文記載及所引用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記載的犯罪事實等不相適合的情形，也難遽

認有判決理由矛盾的違法（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非字第 123

號刑事判決參照）；或認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聲請書於犯

罪事實欄中雖未記載賭資，但已於證據欄內記明，簡易判

決既引用檢察官的聲請書，該聲請書內證據欄的記載，也

成為判決書所記載犯罪事實欄的內容，難認判決犯罪事實

欄未記載扣案賭資（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非字第 304 號刑事

判決參照）；或認為刑法第 57條有關科罰應審酌事項，於簡

易判決無庸記載（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3750號刑事判

決參照）。 

應注意者，即使原應適用通常程序的案件，除屬於法

律所定的重刑（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

徒刑）外，於通常程序進行中，法院也可以在進行一定程

序後，裁定改為簡式審判或協商判決等程序，簡化法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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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證據調查程序及判決書應記載事項，協商判決甚至得

以宣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刑訴法第 273 條之 1、第 273

條之 2、第 284條之 1、第 310條之 2、第 454條、第 455條

之 2、第 455條之 8、第 455條之 9及第 455條之 1等規定參

照），達到訴訟成本與效益的均衡，並尊重當事人程序決

定權的目的。 

上開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與協商程序的訴訟進行

，與判決應記載的事項等，屬於立法者為合理分配國家司

法資源及尊重當事人程序決定權，所為設計，基本上符合

成本效益原則及訴訟權的保障，原則上難認有違憲問題。

就本件而言，上開簡易程序規定既未經宣告違憲，則法官

依該規定為判決記載，自無違憲可言。 

伍、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的記載 

本件多數意見似認為，本件作為裁判憲法審查客體的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為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非第一審判

決，故應更嚴密的調查事實與衡量利害，並將調查及衡量

的情形，詳載於判決理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為此調查

、衡量，並記載於判決理由，故屬違憲。 

然而，訴訟制度雖然有不同的審級設計，但目的無他

，均係在賦予當事人有針對訴訟個案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

用，再次審查的機會而已，並非謂上級審確定裁判的效力

，強於或優先於第一審確定裁判的效力。換言之，案件一

旦裁判確定，不論是何一審級所作成的裁判，其法律效力

都相同。從而，由訴訟制度設計的目的言，當然是鼓勵案

件能於第一審裁判後，當事人並無不服，因而確定，以減

少因上訴或抗告等不服程序，所增加訴訟勞費及當事人的

精神負擔。因此，同一類型案件，下級審只須進行簡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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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於當事人聲明不服後，於上級審始進行嚴密的

訴訟程序設計，是一種駝鳥心態的設計，只將應解決、釐

清的紛爭，延後時程，增加證據調查上的困難及當事人訴

訟勞費而已。故於訴訟狀態相同下（審判範圍及爭點相同

），同為事實審及法律審的第一審與第二審，並無異其程

序之理。另一方面，要求第二審必須進行比第一審更嚴密

的事實調查與法律論述的結果，將使第一審裁判被廢棄或

撤銷的機會大增，無形中將迫使第一審法院基於自己作成

的裁判，應儘量獲得上級審維持的責任感或榮譽感，於第

一審審判程序，即進行與第二審相同的嚴密程序，喪失第

一審為簡易程序設計的目的。 

我國民事及刑事審判，第二審法院是以審查當事人所

不服的第一審裁判關於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是否不當為目

的。基於前述原則，故法律規定僅在當事人所聲明不服的

範圍內，對第一審裁判進行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審查，

審判的程序原則上與第一審相同，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

一審判決書的記載，並不因採續審制的民事訴訟，或採覆

審制的刑事訴訟，而有區別（民事訴訟法第 445條第 1項、

第 454條、第 463條、刑事訴訟法第 364條、第 366條、第

369條第 1項及第 373條等規定參照）。 

對於簡易判決不服而上訴第二審法院者，依刑訴法第

45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準用第 3 編第 2 章第 373 條規定，第

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的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因此，審判實務上認為，簡易案件第二審法院，就構成

要件的基本事實，與第一審所認定不同，或第一審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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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當者，第二審法院固得予以撤銷，另為判決。但若與

基本犯罪事實無關的事項，自不發生事實認定不同的問題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983 號刑事判決參照）。第

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已因原判決

的引用，而成為原判決的一部。第一審判決書既毋庸記載

刑法第 57 條所定事項的審酌情形，則第二審判決予以引用

，亦無違誤（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3750號刑事判決參

照）。第二審認第一審科刑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

應予維持，則其援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

由作為裁判的基礎，僅就上訴人於第二審提出的證據或辯

解不予採納者，補充記載其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最

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7706號刑事判決參照）。 

陸、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內容，是在描述公然侮辱

的意義，非公然侮辱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 

刑事有罪判決所應記載的犯罪事實，是指符合刑法分

則或其他特別法所規定的特別構成要件的事實（例如殺人

、傷害、公然侮辱等），以及故意、過失等事實。至於該構

成要件或故意、過失的意義如何，僅於有爭議時加以說明

，以檢視判決所作成判斷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犯罪事實的

理由，非犯罪事實本身。又依通說，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事

實，即具有侵害性，除有阻却違法事由，即視為具備違法

性，因此，除訴訟個案有阻却違法事由，或是否具有阻却

違法事由，有所爭議時，始須於判決內說明。現行刑訴法

，不論是通常案件的判決或簡易判決（刑訴法第 310條及第

454 條規定參照），均未要求法官於有罪判決書內，應先確

定就法律所規定犯罪事實的定義，進而論述個案是否符合

該定義下的犯罪事實。不但刑訴法如此，其他民事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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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判決，也是如此。因為刑事實體法作為構成要件事實

所使用的概念，是將人民在社會上所進行的各式各樣的行

為，予以抽象化為法律文字，俾通過此文字可以規範各式

各樣的行為。因此在具體個案審判上，要求法官必須對此

概念為完整定義或描述，始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構成犯罪，

可能無益耗費法官精力，浪費有限的司法資源，連篇累牘

作出未必是正確，而且大部分與本案無關的解說，與司法

制度重在解決爭議的設置目的，背道而馳。例如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規定：「殺人者，處……。」在一般人就此意義不

至於有所爭議的情形下，例如仇家甲舉槍對乙頭部開槍，

致乙死亡，法律上並未要求法官必須於判決書內，先論述

何謂「殺」？何謂「人」？後，才能判斷本件甲的行為屬

於「殺人行為」，乙是否屬於「被殺的人」，實務上也非如

此。僅於有爭議或可能有爭議時，例如醫師甲明知病人患

有疾病，為達到結束病患生命的目的，長期不予正確治療

，終至病患死亡，此時甲的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第 271條第

1 項所稱「殺人」的意義，始須於理由中說明，以昭折服。

同理，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所稱「公然侮辱」，乃立法者所

規定的特別構成要件事實，法院若認為訴訟個案，是否屬

於公然侮辱可能有爭議或不明，固得於判決內對於「公然

侮辱」進行定義，再判斷該個案是否符合其定義，但縱然

未為定義，直接就個案的事實，判斷是否為公然侮辱，如

其判斷結果無誤，即無不可。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

內容，性質仍屬於對刑法第 309條第 1項的「公然侮辱」的

意義或適用範圍所為描述，而非作為「公然侮辱」的構成

要件事實。 

因此，即使在通常程序，判決書也非必須先記載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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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作為法院所認知的公然侮辱

的意義，再進行判斷個案被告行為是否符合此一意義的「

公然侮辱」。僅於訴訟個案，被告的行為是否符合本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內容所稱「公然侮辱」，已有爭議或可

能有爭議的情形下，始於判決書內記載就此所為判斷的理

由（刑訴法第 310 條第 1 款規定參照）。但本庭 113 年憲判

字第 3號判決內容，是在抽象描述刑法第 309條第 1項所稱

「公然侮辱」的意義，此一描述係供所有關於刑法第 309條

第 1項「公然侮辱罪」案件審判的依據，當中的部分描述，

可能與訴訟個案事實無關，故與訴訟個案事實無關的描述

，在通常程序案件的判決書內，也可略而不提。 

至於簡易判決，因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內容為

對於「公然侮辱」的意義或適用範圍所為描述，並非公然

侮辱的「犯罪事實」，於簡易判決書內予以摘述，固非法律

所禁，但非簡易判決所應記載的事項（刑訴法第 454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參照）。 

柒、刑事判決錯誤，憲法法庭僅得於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

成違憲時，始得介入審查 

按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包括事實的認定與構成要件的

涵攝，其正確與否，一般而言係屬各級法院及其審級救濟

的權責，原則上應不受憲法法庭的審查。憲法法庭僅得於

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始得介入審查（本庭 111年

憲判字第 8判決參照） 

刑事審判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在確定被告有無犯罪行

為，以及有犯罪行為時，應如何處罰。此二者雖均涉及被

告與被害人受憲法保障基本權的衝突，然判決關於確定被

告有無犯罪行為的認定有所錯誤，或就成立的犯罪，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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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罰有所錯誤，原則上僅為判決違背法令的問題，應循

審級程序糾正，而非透過憲法法庭救濟。憲法法庭僅得於

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始得介入審查。不論是法

律的解釋或適用，都屬於法院已表現於外部的意思或行為

，故必須從外觀上可知判決違背憲法者，始得對判決進行

憲法審查。所謂從外觀上可知判決違背憲法，是指形成判

決的程序違背憲法，或從判決所表示的法律見解或適用法

律的內容，可知其違背憲法者，始足當之。 

首先，所謂犯罪行為，是行為人基於其自由意思，侵

害國家、社會或其他個人法益的行為。行為人受憲法保障

的行為自由的基本權，於何種程度下，已干犯他人受憲法

保障的生命、身體、自由、人格、財產等基本權，因而成

立犯罪，自然是法院於判決內所應處理的基本權衝突的問

題。在刑事審判上最常見的，莫過於犯罪是否成立？犯罪

為既遂或未遂？是否為陰謀或預備犯罪？究為舉動犯、危

險犯或傾向犯？等問題。此等通常都涉及不同基本權之間

的衝突與調整。 

其次，一旦犯罪成立，行為人即會受到來自國家對其

實施的刑罰權，國家因而採取剝奪或限制其生命、自由、

財產等基本權的措施。故就刑罰部分，刑事審判即在調和

行為時行為的自由與行為後生命、自由或財產的喪失等基

本權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刑罰相當原則）。可以說刑事

審判，無不在處理不同基本權的衝突。然而，判決對於憲

法所保障的基本權為錯誤判斷，不論是事實認定的錯誤或

法律適用的錯誤，通常只會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但未必可

說該判決違背憲法，而可以作為裁判憲法審查的客體，否

則憲法法庭即成為真正的上訴審，違背憲法法庭成立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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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以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認定錯誤為例，此一錯誤包括誤

將行為人未為犯罪行為，認定有犯罪行為，或誤將行為人

已為犯罪行為，誤認為未為犯罪行為。前者，使得行為人

必須承受刑罰，其基本權不當的受到剝奪或限制。後者，

使他人受侵害的基本權，無法獲得救濟或補償。不論何者

，都是刑事判決最嚴重的瑕疵，但除非上開判決對於據為

認定事實的法則所表示的見解，已違背憲法（例如判決表

示認定犯罪事實，不必限於證據的見解，已違背無罪推定

、證據裁判的憲法原則）。否則對於此等判決錯誤，通常僅

為認定事實違背法令而已，不構成判決違憲。 

再以判決對於衝突的基本權，未適當衡量為例。譬如

關於被告被起訴侵害被害人基本權的行為，是否出於防衛

被告自己的基本權？其防衛是否符合正當防衛要件？是否

過當？判決縱有衡量錯誤，除非判決對於成立正當防衛的

要件，所表示的法律見解，有違背憲法的情形（例如判決

稱正當防衛，包括對與侵害者家人的反擊），否則其判決通

常僅為違背法令問題，而非違憲。 

簡易案件的判決書，若未記載認定犯罪事實的理由，

即使其關於犯罪事實認定錯誤，也僅是判決認事用法的問

題，難認其所表示的法律見解，違背憲法。 

捌、本判決可能導致簡易程序等刑事簡速處理程序崩解 

一、本件聲請人雖提起上訴，但已自白犯罪，上訴意旨陳

述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請求從輕量刑

並給予緩刑機會，於上訴程序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

，上訴審審酌前情而駁回上訴，並宣告緩刑。是原因

案件適用簡易程序，並無錯誤。又第二審所認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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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第一審相同，從而第二審引用第一審判決書的記

載，即無不合。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係描

述公然侮辱的意義或適用範圍，屬於認定是否成立犯

罪應考慮的理由，而非犯罪事實本身，就現行簡易判

決而言，並無詳細記載其論述理由的必要，已如前述

。何況當事人就此事實及應適用的法律，並無爭執，

被告上訴的目的，似為請求第二審為緩刑宣告，為何

要求法院仍須就此無爭執的事實，就該言論發表的「

脈絡」進行調查，以便了解其發言「脈絡為何」，並

說明該言論是否已逾一般可以忍受的範圍，以及如何

衡量被告言論自由與被害人名譽權保障，以判斷是否

符合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意義下的公然侮辱

，是否已逾簡易程序設立本旨？加以本庭 113 年憲判

字第 3 號判決，單就如何判斷屬於「公然侮辱」，即

以 7千餘字說明。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就

與本件原因案件聲請人所主張刑法第 310條第 3項前

段規定，如何判斷，也使用 6 千餘字說明。如依本判

決多數見解，簡易判決也應依上開 2 件本庭判決意旨

，詳予調查、衡量、論述，簡易程序制度，甚至簡式

審判程序、協商程序等刑事簡速處理程序，均可能面

臨崩壞的後果，本席實難贊同。 

二、又原因案件所涉及的條文是刑法第 309條第 1項公然

侮辱罪及第 310條第 2項的加重誹謗罪。其中有關「

誹謗」的意義，同法第 310條第 1項明定為「意圖散

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的行

為，文義十分明確。至於第 309條第 1項所稱「侮辱

」一詞，不但是法律常用語詞，也是社會上一般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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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欺侮羞辱他人的行為，有其特定意涵，與本

庭 111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所稱「概括條款」，是指用

以描述一定價值、概念的語詞，例如國家安全、社會

秩序、誠信原則、正當、適當、必要等語詞，其意義

必須依賴其他具體事物或價值充填說明者，不同。蓋

刑法有關因言詞而構成犯罪的規定，除侮辱罪外，尚

有如教唆、恐嚇、煽惑、偽證、散布不實資訊等，此

等行為雖也在描述某種負面言論的內容，但仍有其特

定意涵，非謂法律使用具有負面評價的用詞，即為使

用「概括條款」。從而難認為法院判決關於此等以言

詞為犯罪，均必須依本庭 111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

旨，就行為人言論自由保障與被害人基本權保障或其

他法益侵害之間，如何衡量，予以論述，否則即構成

違憲。 

因此，就本件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而言，如何描述

「侮辱」的意義，當不適用本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

判決關於解釋「概括條款」時，所應遵循的解釋法則

。此由本庭 113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也認為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使用「侮辱」一詞，並無不明確，亦可

知之。因此，在描述是否為「侮辱」行為時，縱使對

於行為人言論自由與被害人名譽權之間的衡量，有所

偏漏，性質上也是事實認定的錯誤，為判決違背法令

的問題，與本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所稱判決違

憲的問題，有所不同。 

三、聲請人坦承原因案件的言論為其所發表，雖於第一審

審理時辯稱：趙○○是某國小前任校長，被害人（告

訴人）許○○為趙○○遴選的當然委員，趙○○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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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校的代理教師疑似被職場霸凌後輕生，其只是為

這位死者發聲，受趙○○友人攻擊，其中一友人為被

害人許○○的太太，許○○太太的臉書應該是許○○

所寫的云云。然許○○並非校長或擔任任何校務行政

的人，聲請人始終未主張許○○曾參與該職場霸凌，

故縱使聲請人於臉書討論老師被職場霸凌一事，與公

益有關，但與被害人何干？容忍聲請人以「許○○是

趙○○校長當年遴選..國小的當然委員，……許○○

是比較喜歡拉關係吹噓類型的投機生意人，……可能

也是怕得罪人，所以都是用他太太的臉書貼文回應。

」等貶損被害人的言論，對於公益的促進，有何助益

？本判決要求審判法院應釐清該等言論是否屬涉及公

共利益的誹謗言論，是否指凡行為人所為貶損被害人

的言論中有涉及公共利益者，即可免責？不論該貶損

被害人的言論與公共利益之間，有何關聯？不無疑義

。 

四、聲請人在許家班糕餅鋪臉書粉絲專頁，留言「這種不

明辨是非就亂貼吹標籤的人，做出來的茶可以喝嗎？

」「隨便批評別人的茶還是不要喝比較好」等文字，

質疑被害人製作的茶是否可以喝，容忍此等言論與達

成公益有何關係？本非無疑。何況縱使認為質疑「茶

是否可以喝」與消費者健康有關而涉及公益。但依訴

訟過程，聲請人並未就是否適用刑法第 310條第 3項

規定，有何爭議。換言之，聲請人並未主張其質疑「

被害人所作的茶，是否可以喝？」的言論，已經其合

理查證，應有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的適用，

反而於上訴後自白其犯罪，已獲得被害人諒解，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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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法院判決緩刑。在當事人未主張或抗辯應適用

刑法第 310條第 3項阻却違法事由的規定，客觀上也

未浮現訴訟個案可能應適用該規定的情形下，就已符

合簡易判決規定的案件，本判決多數見解仍認為法院

應依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意旨，審酌被告是

否已為合理查證？有無適用刑法第 310條第 3項本文

規定而阻却違法？並記載於判決書內，否則該判決即

屬違憲。是否合理？有無必要？實值商榷。 


